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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格局多样，区域污染风险突出。发达国家对污染土壤的修复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面临土壤重金属空间异质性强、土壤类型及农作物品种对重金属累积差异大、土壤酸化严重、土壤元素失衡、不科学的发展方式、土壤重金属累积趋势难以逆转、土壤—农作物重金属累积线性关系不显著，修复技术不完善、修复措施长期风险调控机制缺失等主要挑战。根据我国农田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及课题组工作基础，我们提出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和风险管控为基本思路，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体系，通过“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分类管理和土壤环境质量基准推导”等4个步骤推进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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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关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田生态系统健康[1]，受到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2-4]。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形势严峻。根据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5]显示，我国农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以Cd、Ni和Cu等重金属污染最为突出。据赵其国等[6-7]估算，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约为2×107 hm2，每年受污染粮食多达1.2×107 t，经济损失达2×1010元。宋伟等[8]对近20年来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的整理显示，我国城市、城郊和农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农田重金属污染问题，涉及全国83.9%的省份和22.5%的地级市。Teng等[9]和Li等[10]对全国土壤重金属含量的监测显示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类型在增多，面积在扩大，程度在提高。赵其国和骆永明[7]指出我国区域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以西南（云南、贵州等地），华中（湖南、江西等地），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较为突出。曾希柏等[11-12]对湖南和广东等矿区周边农田的调查显示，样品超过现行土壤环境质量II级标准的比例达到21.1% ~ 62.3%。

对污染农田的治理修复可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区域民众健康，其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巨大。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体现了国家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相对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隐蔽性强、自净能力差、风险累积时间长[1,2,7]。如何解决土壤污染尤其是大面积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是一个十分严峻且棘手的问题，也是各级管理部门有效实施“土十条”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当前国内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源解析，矿区周边土壤污染特征分析，健康风险评价及修复技术等多个方面[6,8-9,11-13]，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和应对策略目前仍缺乏全面细致的认识。本文基于国内外农田污染治理经验和研究团队多年工作基础，对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面临的挑战和相应对策进行系统梳理，旨在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扎实推进及农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提供科学支撑。

1
国外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经验
20世纪60年代，美国、欧洲（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发了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2,14-15]。其中日本因农田Cd污染引发的“痛痛病”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16]。为应对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这一世界性问题，发达国家很早便开展了相应的污染防治工作，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和工程等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系[15,17-19]。

1.1
美国
美国于20世纪40年代出台了《农业修正法案》，鼓励农户对近1620万hm2农田进行休耕，并于50、70和80年代再次开展休耕。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其土壤与农作物重金属累积量进行调查，对污染区域进行风险评估[3]。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超级基金法》指导和支持下制定了涉及环境监测、风险评价和土壤修复等领域的标准管理体系，包括农业投入品管理，农产品检测、溯源与安全管理，以及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等方面[15]。美国注重对各种修复技术的开发和创新[13,17]，并在小尺度农田（如家庭菜地）开展以污泥、有机肥、石灰等土壤改良为主的修复措施，在植物与微生物修复方面也有很好的技术储备[13,15]。

1.2 欧洲

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通过建立土壤可持续利用工作机制，完善土壤环境管理的法制、法规和相关标准等有效措施从整体上加强农田土壤环境管理[14]。立足于“防重于治”的方针，欧洲各国注重对其土壤污染的长时间、多尺度监测[15]。德国专门成立了土壤污染调查小组，对全国包括农田在内的800个监测点进行长期多指标（物理、化学和生物）监测。法国和荷兰均建立了土壤重金属信息数据库，并向公众开放，为开展污染农田修复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欧盟于1997年联合26个成员国开展土壤联合调查，对欧洲包括农田在内的3000个点位进行重金属含量监测[20]。2009年和2012年，欧盟再次联合27个成员国开展针对欧洲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的调查[21]，样点布设密度增加至1/200 km，调查点位增加至22000个，并应用统一的采样和分析规程。调查结果显示[21]除6.24%的农田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修复外，欧洲其余农用地重金属含量均在相应标准范围内。温和修复（Gentle Remediation Options）技术便于风险管控且可持续性强，资金调配灵活，是目前欧盟应对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的主要选择[19]。

1.3 日本

由于农用地资源短缺，日本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十分重视[2,18]。20世纪70年代日本颁布了一系列土壤污染防治标准和法律、法规，确定了污染农田监测区域和修复技术应用范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76%的受污染农田修复宣告完成。在农田土壤修复工作中，日本科学家根据地质条件和土壤特性等因素设计了满足不同工程要求的客土法（埋入、上覆、转换和排土等）[13]，并规定修复完成后对修复区稻米重金属含量进行连续3年的监测，达标区解除监测，不达标区由政府统一收购污染稻米后继续进行修复[2]。在大面积客土法应用后，日本科学家提出对低污染和中等污染农田选用成本低、操作简单的植物修复和田间管理等修复技术[2]。日本还制定了针对重点行业的重金属减排方案。以Hg为例，日本经过对电池、医疗设备和照明等行业多年的禁Hg、限Hg举措，其国内Hg年需求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2500 t减少至近几年的10 t [18]。
1.4 其他国家
相关报道指出巴基斯坦[22]、印度[23]和巴西[24]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出现了严重的农田土壤及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尚未展开对其农田土壤污染的系统性调查，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相关修复技术也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因此其政府倾向于选择较为保守且成本低、操作简单的修复技术[22-25]。例如巴基斯坦通过向农田添加赤泥、农场堆肥等材料以降低土壤重金属活性[22]；印度和巴西应用印度芥菜、牧草（柳枝稷）等重金属超富集植物以降低污染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23-24]。其中巴西在农田土壤污染修复工作中，不但着眼于重金属污染物的清除和消减，还注重从土壤呼吸、土壤微生物活性等微指标来评价土壤生态系统健康风险，以实现农田土壤环境的系统性修复[24-25]。
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市场需求巨大，但由于我国土壤污染问题与发达国家同期比较差异较大，且农田土壤环境管理起步较晚，对各国土壤修复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明确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思路，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针对性的管理策略，长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支持是发达国家有效推进农田土壤污染修复工作的基础，也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例。

2
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1
区域差异显著

2.1.1农田土壤重金属空间异质性强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背景值和累积量差异较大，需要大量物力和人力来把握土壤整体污染状况[9-10]。以土壤Cd含量为例，各省份中贵州土壤Cd背景值最高（0.659 mg kg-1），约为内蒙古土壤Cd背景值（0.053 mg kg-1）的12.4倍[26]。Liu等[27]对我国22个水稻种植省份土壤Cd累积量进行调查，显示全国水稻土Cd平均含量为0.45 mg kg-1，其中湖南水稻土Cd平均含量（1.12 mg kg-1）为河南水稻土Cd平均含量（0.06 mg kg-1）的18.7倍。
县域尺度内土壤重金属背景值和累积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对湖南某地农田的调查显示[28]不同乡镇土壤Cd背景值范围在0.08 ~ 1.2 mg kg-1，相差达15倍。我们对该地区两个典型农业化乡镇Cd输入通量进行估算[29]，结果显示TS乡镇通过灌溉水和大气沉降输入农田的Cd通量分别为WL镇通过相同途径输入农田Cd通量的2.2倍和2.5倍。
农田土壤重金属累积量还受到距工业区、矿区和城镇区的距离，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投入及气候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这进一步促进了农田土壤重金属累积的空间变异[12,30]。
2.1.2农田土壤类型差异明显    我国农田土壤类型多样，由于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和耕作管理水平的不同，不同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差异较大，这进一步加剧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多样化格局[9-10]。

王金贵[31]对我国22种典型农田土壤Cd的吸附解吸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温度下红壤、赤红壤和黄壤等酸性土壤类别Cd解析率均在15%以上，显著高于灰漠土和栗钙土等碱性土壤类别的Cd解析率（＜10%）。同一土壤类别中重金属活性差异也较大。Rafiq等[32]对我国7种典型农田土壤Cd活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酸性土壤类别中，富铝土中交换态Cd含量约为黄壤中交换态Cd含量的近4倍。土壤类型对农作物重金属累积量影响也较大。Ding等[33-34]通过盆栽实验研究了同一农作物品种（胡萝卜）在我国21种典型农田土壤中的生长情况，发现不同土壤收获的胡萝卜对Cd和Pb的累积差异近180倍和360倍。Rafiq等[32]指出我国7种典型水稻土收获的同品种稻米中，Cd含量差异达到125倍。

2.1.3农作物品种差异明显    不同农作物对土壤重金属累积量差异较大[3,33]。我们对湖南省某地农田Cd含量的长期监测表明[35]，水稻田Cd固液分配系数（Kd，平均值为29.5 L kg-1）略低于菜田土壤Kd（平均值为38.4 L kg-1），然而稻米Cd富集因子（PUF，平均值为1.52）却高出蔬菜PUFCd（平均值为0.15）近10倍。同一农作物内不同品种对重金属富集能力差异也较大[33-34]。Duan等[16]通过大田实验调查湖南省常见的471个水稻品种对As和Cd的累积差异，结果显示不同品种对As和Cd累积差异分别为2.5倍~ 4倍和10倍~ 32倍。该研究还指出有8个品种表现出明显的低Cd富集特性，有6个品种表现出明显的低As富集特性[16]。Liu等[36]研究了河北省常见的30个小麦品种对土壤Cd和Pb的累积差异，结果显示小麦中Cd和Pb的含量范围分别为0.87 ~ 6.74和18.3 ~ 94.0 mg kg-1，有3个品种表现出低Cd富集特性，4个品种表现出低Pb富集特性。

不同农作物种类及相同农作物种类不同品种对土壤重金属富集能力的差异造成系统管理农田土壤污染风险的不便，但也为污染农田的再利用和耕作方式调整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方向。

2.2
污染危害加剧

2.2.1农田土壤酸化严重    农田土壤酸化增强了土壤重金属活性及其迁移和扩散能力，减弱了土壤—植物系统重金属迁移屏障，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37-38]。Blake和Goulding[39]在英国洛桑试验站的研究指出，强酸性土壤（pH = 4）在100年中活化了近60% ~ 90%的土壤总Cd。Römkens等[40]对台湾土壤—水稻系统3198个样品重金属含量的调查显示，大部分Cd含量超标稻米产自土壤Cd含量不高却严重酸化区域。我们对湖南省某地的调查也显示[35]在土壤pH＜5.5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超标率分别为7.8%和89.4%；而在土壤pH＞6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显著降低至1.3%和32%。

我国土壤酸化面积近200万hm2，近年来粮田、菜园和果园酸化趋势均有增加[41]。Guo等[42]指出1980―2000年我国5种典型土壤pH降低范围为0.13 ~ 0.8 unit。其中水稻土酸化最为严重，1980―2000年水稻土pH年均下降速率为0.012 unit[42]。而1988―2013年，水稻土pH年均下降速率上升至0.023 unit[43]。这也是导致我国近年来稻米Cd含量超标问题多发，而同样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其他亚洲国家（泰国、韩国、日本等）稻米Cd含量超标问题不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27-28,37]。

氮肥施用不当、连作种植致酸作物及酸沉降是造成我国农田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41-42]。近30年来我国氮肥施用总量增长了近200%，年氮肥消费量占到全世界氮肥总量的34%[44]。而每增施100 kg hm-2的氮肥，水稻土pH就下降0.65 unit[43]。我国每年通过各种途经损失的氮量占到总氮量的52%[44]，据估算因氮损失每年向土壤释放2×104 ~ 2.2×105 mol hm-2的H＋，为酸沉降的10倍~ 100倍[42]。连年重茬种植单一致酸农作物进一步加速了农田土壤酸化[43]。据估算我国每年有超过20 t hm-2的干物质生物量被收获，导致大量盐基离子被从土壤中移除，并产生1.5×103 ~ 2×103 mol hm-2的H＋[42]。酸雨是酸沉降的主要形式[43]。作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覆盖面积占到我国国土的40%[41]。华中酸雨区（以长沙、株洲，赣州和南昌为中心）酸雨频率高达90%以上[41]，这些地区也是近年来稻米Cd含量超标问题多发的主要区域之一[9,12]。

提高氮肥利用率，科学施用土壤改良剂，加强作物致酸研究和控制氮、硫污染物排放可助于缓解我国农田土壤酸化问题。
2.2.2土壤元素失衡    土壤生态系统中一些盐基离子与重金属元素在农作物吸收和转运中存在密切的消长关系[37,45-46]。长期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会造成农田土壤盐基离子大量流失，进一步增加了农作物对重金属的累积风险。刘春生等[46]指出经酸雨淋溶的土壤在10年中淋失K+、Na+、Ca2+和Mg2+总量分别为530、567、5071和781 mg kg-1。Wang等[38]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60.7%的农田Ca2+流失严重，这些土壤中收获的小麦对Cd和Ni的累积量分别是富Ca2+土壤中收获的小麦对Cd和Ni累积量的2倍和3倍。

Yang等[43]于近年发现了调控水稻根部吸收Mn2＋和Cd2＋的关键抗性蛋白基因（OsNRAmp5），从分子层面揭示了土壤Mn与水稻吸收和转运Cd过程密切相关。我们在湖南省某地的调查也发现当土壤无定形锰（Mnox）低于82 mg kg-1时，稻米Cd富集因子（PUF）大于1的概率高达83.8%，而当Mnox提升至132 mg kg-1时，该风险概率降为29.3%。当前该地区土壤Mn平均含量只有248 mg kg-1，显著低于湖南省土壤Mn背景值（459 mg kg-1）[26,35]。我们通过大田实验进一步验证了增施Mn肥（MnSO4）可有效降低稻米Cd超标率（从100%降至33.3%）[35]。因此土壤Mn的严重流失是造成该地区稻米Cd含量大范围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土壤盐基离子的流失也是造成很多修复措施在实际应用时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重建土壤元素平衡有助于提升土壤修复效率和保障土壤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

2.2.3不科学的发展方式    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和稻米Cd含量超标事件的发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超量施用化肥、改用进口磷肥、水稻田改菜地、双季稻改单季稻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一些地区误认为超量施用化肥有助于农作物吸收营养元素，缓解重金属危害。虽然我国常用的化肥中（以氮肥、钾肥及复合肥为主）重金属含量并不高，但众多实验指出长期大量施用化肥会破坏土壤农业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加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富集[44,48]。一些地区争相购买国外进口磷肥，而我国磷肥中重金属含量显著低于世界主要农业大国[48]。以Cd为例，我国磷肥中Cd含量在0.08 ~ 3.6 mg kg-1，而摩洛哥和美国磷肥中Cd含量范围分别为10 ~ 24和4 ~ 100 mg kg-1[48]。此外，虽然磷肥中重金属含量高于其他肥料[12]，但我国由磷肥带入农田土壤重金属的通量只占输入总量的1.2% ~ 5.9%[49]。


近30年来我国菜地面积增加了411%，而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20.4%[50]。由于耕作方式差异，菜地对土壤的扰动更强，菜地肥料施用量为水稻田施肥量的近3倍，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壤环境质量的下降[35,51]。Zeng等[52]指出近30年来，我国菜地重金属污染趋势增加明显，24.1%、10.3%和9.2%的菜地Cd、Hg和As含量超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Zhang等[51]指出水田改菜地后，土壤pH、有机质、微生物活性均显著下降，而土壤重金属活性上升。我们在湖南省某地的监测也表明水田改菜地后，土壤pH，有机质含量，C/N比及无定形Fe、Mn含量均显著降低[35]。

1998―2006年，我国南方有1.7×106 hm2双季稻改为单季稻，产量损失达1.6×107 t[53]。这不仅给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损失，也并未解决稻米Cd含量超标问题。我们对湖南某地的长期观测显示中稻或单季晚稻Cd含量显著高于双季稻Cd含量（数据未刊出）。由于该地民众食用自产中稻或单季晚稻的比例高达 89.7%[35]，双季稻改单季稻反而增加了民众经大米摄入Cd的健康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进口磷肥产品的检测，对农用地耕种模式的监督，对设施农业合理施肥知识的普及和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宣传。
2.3
风险管控困难
2.3.1农田土壤重金属累积趋势难以逆转    农田土壤重金属来源广泛，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和化肥应用均会对农田土壤重金属的累积产生显著影响[11,29,52]。
Luo等[49]对我国土壤重金属输入/输出通量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大部分农田土壤重金属输入通量约为输出通量的3倍~ 140倍。其中农田土壤Cd年输入通量高达1417 t。以我国土壤Cd平均背景值（0.097 mg kg-1）为基础[26]，在当前土壤Cd年均增量情况下（0.004 mg kg-1）[49]，即使不考虑外源污染物，农田土壤Cd累积量也会在50年内超过现行土壤Cd含量标准（0.3 mg kg-1）[54]。区域农田生态系统Cd累积趋势也在逐步增加。以广泛关注的水稻田Cd污染为例，当前南方双季稻年均产量约为13.5 t hm-2，在符合我国稻米Cd安全质量标准（0.2 mg kg-1）的情况下[55]，种植水稻产生的Cd年输出通量为2.7 g hm-2，显著低于年均Cd沉降通量（4.0 g hm-2）[29]。即使不考虑肥料和灌溉水等重金属输入途径，水稻田Cd含量也将持续增加。


我国部分地区有机肥（尤其是畜禽粪便）和污灌污水中重金属含量过高[12,44,48]。据测算仅从养猪场的猪粪中每年带入农田的就有As 230 t，Cu 240 t和Zn 900 t[44]。王美和李书田[48]调查了我国近20年来土壤重金属含量在施用不同肥料后的变化，结果显示82.4%、76.5%、61.1%和50%的农田在施用有机肥后，土壤Cu、Zn、Cd和Pb含量较对照分别增加了0.08 ~ 13.98、0 ~ 26.5、0 ~ 0.34和1.63 ~ 5.31 mg kg-1。辛术贞等[56]指出我国污灌区农田重金属污染面积占到了污灌总面积的65%，86%的污灌区水质不符合灌溉要求，近30年来污灌污水中Cd含量有升高的趋势。


可见在整体环境质量得以改善之前，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持续累积趋势难以改变。从源头上控制主要污染元素在农田土壤中的积累有助于降低农产品重金属富集风险。

2.3.2土壤—农作物重金属累积线性关系不显著    重金属在土壤—农作物系统中的迁移和转运受到土壤pH、有机质含量、阳离子交换量和氧化还原电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土壤与农作物重金属富集水平无明显定量关联[28,41,45]。张红振等[57]对我国近30年来土壤—农作物系统Cd累积研究进行整理，结果显示土壤与稻米、小麦和蔬菜Cd含量之间线性关系较差，污染土壤生产Cd含量不超标水稻、小麦和蔬菜，不污染土壤生产Cd超标水稻、小麦和蔬菜的现象广泛存在。我们对湖南省某地水稻田和菜地重金属含量的长期检测也证明了这一现象[30,35,45]。

土壤与农作物重金属含量线性关系的不显著增加了粮食质量保障的复杂性，也给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控制与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2.3.3修复技术不完善    我国土壤污染修复基础研究与技术研究衔接不够，尚未形成针对农田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完备体系。
当前我国常用的农田污染修复技术主要集中在物理技术、化学技术、生物技术和农艺修复措施4方面[1,4,7]。其中物理修复技术（如客土）见效快、适用性广，但是工程量大，费用高，且我国尚未制定满足不同工程要求的客土法规程[13]；化学修复技术（如淋洗、固化）成本低、修复材料来源广泛，但技术要求多，且缺乏针对修复副产物和修复材料的回收及处理技术规范，容易造成二次污染[13,37]；生物修复技术（如超富集植物）成本低，对土壤扰动小，但大部分重金属超富集植物受区域气候条件影响较大，生物量小、生长缓慢[22,24]；农艺修复措施（如水分管理、轮作等）操作简单，但修复周期长，相关技术多停留在实验研究阶段[1,58]。

我国于近年设立专项资金在典型污染区域开展了一定规模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试点工程，其中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在广西环江As污染农田土壤中的选培和应用，物理、化学、生物和农艺联合修复技术在江西贵溪Cu污染农田中的应用，VIP技术模式（品种-灌溉-酸度调节模式）在湖南长株潭Cd污染水稻田中的应用，为污染农田的修复提供了技术模式和管理经验[58]。但由于缺乏系统性、集成性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技术体系，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尚不成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农田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求，在技术储备及规模化应用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2.3.4修复措施风险评估机制缺失    近年来各种外来材料在我国污染农田的应用增加趋势明显[1,37]。但仍缺乏针对大面积修复措施长期应用的风险评估机制。

秸秆还田是常用的农业生态修复措施之一[37]。相关研究指出秸秆还田有助于缓解土壤酸化、增加土壤有机质和阳离子交换量，进而提高土壤对重金属的吸附量并降低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富集[13,15]。据Lu等[59]估算，我国秸秆年均产量达4.5×108 t，通过各种方式还田量占总量的近30%。而我们对湖南某地长期监测表明，该地区水稻秸秆Cd含量显著高于稻米Cd含量[29]。减少该地区中等污染稻田秸秆还田量可提升稻田Cd年净输出通量至768 g hm-2，即使Cd年沉降通量不变，50年内区域稻田土壤Cd含量也可降到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内（0.3 mg kg-1）[29]。

石灰作为来源广、价格经济，并有效提升土壤pH和降低土壤重金属活性的改良剂在我国南方水稻田大量应用[1,13,37]。然而，Lombi等[60]指出施用石灰后土壤复酸化现象会显著增加。我们在湖南进行的多尺度石灰（温室—小区—大田）实验也观察到这一现象，可见石灰必须在间隔一定时间后再次施用（数据未刊出）。此外大量的石灰应用会引起土壤板结，影响农作物生长[1]。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高石灰用量可造成土壤元素流失，反而增加了稻米Cd富集水平（数据未刊出）。

因此应建立针对秸秆、石灰、钝化剂、调理剂、改良剂等修复措施长期施用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定量评估机制，并因地制宜地加以调控，避免加剧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3  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对策和建议
我国未来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仍需较长时间[4,7]，可以预测到农田重金属污染形势会越发严峻。我国农用地资源紧张，农田土壤污染面积广泛，成因复杂，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压力巨大，不能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对污染土壤进行大面积休耕。因此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和不同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特征，建立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从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估、污染源头管控与消减、农田分类管理与修复和土壤环境质量基准推导等4方面系统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从而促进区域农田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和可持续运转。

3.1
建立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体系
“土十条”对我国农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的整体思路。基于此建立的农田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需要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管控为主、修复为辅，示范引导、因地制宜等原则，形成由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管理体制、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组成的支撑体系，从不同层面响应和服务“土十条”。在构建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时应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土地利用类别、污染物类别、污染程度、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体现系统化、差异化、有序化等工作思路，在摸清土壤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同步推进污染源管控，对农用地实行等级评估、分类管理、有序修复和跟踪监控的科学治理措施，扎实推进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3.2
夯实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估

 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农作物系统中的迁移与转运驱动因子复杂，涉及土壤学、农学、生物学及农业工程学等多个学科[1,7,10]。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研究单位对农田土壤调查、分析方法不统一，且多集中于对土壤重金属总量的监测。Edwards[61]指出在土壤重金属含量分析过程中，实验室带来的误差在2% ~ 300%，而采样造成的误差可达近1000%。McBratney和Webster[62]指出区域环境评估可校正观测值并将整体分析误差降低50%。因此在生态系统环境质量调查阶段，应制定统一的采样、分析方案，注重多学科合作，从不同角度联合攻关，实现对土壤、水源、农作物等农田生态系统主要组分的多目标调查。

环境质量评估是对土壤环境综合数据库的有效补充，有利于污染物管控和修复措施的科学决策。提高土壤重金属污染预测精度，准确掌握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有助于在农田污染防治过程中对整体和局部的风险管控[9-10]。因此评估工作应注重对土壤整体环境质量、农作物安全质量和重金属累积趋势等内容的多目标评估。评估技术以土壤污染时空预测技术，多介质多受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和农产品富集风险预测技术为主。其中土壤污染时空预测技术是指基于农田系统污染物的环境过程、数据空间特征与时间变化的模型分析，对土壤污染物输入/输出过程进行量化，并形成土壤环境保护与风险管控的决策系统[29]；多介质多受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是指开展土壤、农作物和地下水等不同介质污染风险耦合关系分析，明确不同风险（污染风险、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等）影响因子及其相互联系[63]；农产品富集风险预测技术是指通过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土壤重金属含量、土壤有机质和pH等土壤因子构建多元模型，预测不同土壤条件下农作物对重金属的累积风险[33-34,45]。

3.3
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与消减

根据农田土壤污染特征，结合同位素分析方法、多元统计方法和源解析模型等技术联合分析重金属污染物的来源类型，估计不同源的贡献率，绘制详细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图谱，识别重要敏感区和污染成因，确定污染面积、空间分布及演变趋势，针对性地控制农田重金属污染趋势。

在此基础上开展污染物消减工作。在源头控制上应用废弃物资源化、清洁化等技术；在路径控制上，结合农业工程措施，发展污染物拦截阻断技术（如精准施肥与施药技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在区域尺度上，强化企业清洁生产，引导企业合理布局，防治重点污染物迁移扩散，减少农田外源污染物输入。

3.4
推广分类管理与修复策略
分类管理是农田土壤污染防治的根本措施。当前农田分类倾向于以乡、镇为单位的规则性划分。而我国农田土壤污染格局多样，污染程度各异，污染区分布破碎。因此需要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根据土壤污染程度、农产品质量情况，将农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在类别划分时，需要综合考虑土壤类型、农作物种类、耕作制度、土壤与农产品重金属累积特征、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和污染物扩散规律等因素，尽量减少每一个划分单元内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质量等因素的差异，以增强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的针对性。

在制定针对具体单元或田块的修复策略时，应充分考虑不同修复技术的优缺点，筛选、联合各种修复技术，并耦合科学的耕作措施和适当的农作物品种，因地制宜地开展修复工作，体现“一区一策”的防治理念[58]。例如针对面积大、无污染或轻污染的优先保护类农田，应用灌溉水清洁化技术[37]，加强对农药、化肥等农田添加物中重金属含量的监测，确保农田污染程度不上升。针对面积中等、污染中等的可安全利用类农田，应用成本低、操作简便的土壤重金属固化技术（如石灰、矿物肥等）或农业生态修复技术（如水分管理、轮作、间作、深耕等）[1,13,50]，尽量减少对农田生态系统的扰动。针对面积小、污染严重的严格管控类农田，可采取快速、高效的客土、换土等物理修复技术或淋洗等化学修复技术[13,17]；对于不适合应用此类技术的严格管控类农田，应采用替代种植、休耕或退耕还林还草等管控措施。

同时应注重借鉴国内外修复经验和先进理念[2,15,21]，进行修复技术的系统化集成研发，对尚处于研究阶段的修复措施进行工程化改造，建立经济可行的区域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案，适度有序地进行污染农田的修复，提升修复效率。

3.5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和标准

当前我国对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的界定仍基于早年颁布的质量分级基准[1,33]，基准的推导只关注污染物的生态环境效应[57]，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的环境保护需求。目前基于风险评估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而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34,40]。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对重金属的规定标准是粗略而固定的[54]。我们对湖南省某地农田土壤重金属风险阈值的推导显示土壤重金属环境阈值是动态的，且在不同土壤条件下差异较大[30]。因此在农用地安全利用的风险管控中，应注重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农作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特征，农产品摄入量和营养元素吸收量等评价指标，推导基于人体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保障我国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土壤性质差异大，统一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不适宜于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综上所述，重视农田土壤生态服务功能理念，以恢复农田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依托于针对全污染链条各环节的完整技术体系，实现“调查—分类—管控”三步走的战略思考，建立因地制宜、成本经济、简单易行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案，可有效推进我国农田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结合国内外农田土壤污染治理经验和我国国情，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是一项长期综合的系统工程，为顺利落实“土十条”的各项要求，媒体应减少“坏土壤”、“毒大米”等缺乏科学性的报道，加强相关专业知识的宣传普及；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科学家应加强技术创新和相关科学研究；民众应积极参与，客观看待农田土壤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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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soil in China has been widely polluted by heavy metals and the regional contamination is serious. The experience on soil remedi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significantly instructive for farm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heavy metal pollution of farmlands in China faces great challenges including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heavy metal accumulation, various enrichment characteristics depending on soil types and crop, soil acidification, loss of soil trace elements,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patterns, significant input of heavy metal into soil, poo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in soil and crop plants, immature remediation techniques, and lack of long-term risk control measures. Responses to these problems, we proposed a soi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o promote the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cropland in China, which mainly focused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take prior protection as well as risk control as basic course. Based on this system, the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systematically procedures including soil environment investigation, pollution source control, risk 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derivation of soil quality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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